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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中的“上帝”理念在其三大批判中均有论述，对于上帝理念是否具有经验实在性，康德通过思辨理性的论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在之后的论述中却又为经验实在性留有余地，这一点在学界颇具争议。以彼得·巴恩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康德是明确的反实在论者，不承认上帝的经验实在性，但其论证是基于康德的上帝理念是不可知的、否认上帝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理智的实存这一现实性意义上的解释。笔者认为经验实在性的含义是双重的，还应该具有效用意义上的解释。因此，针对彼得·巴恩思想上的漏洞，本文旨在论述康德的上帝理念在效用意义上能够具有经验实在性。笔者试图在认识论、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三个维度分别为其经验实在性进行辩护，发现上帝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统一性以在不同领域对经验对象发挥实实在在的普遍的效用。在认识论中，上帝理念为一般知识提供系统的统一性；在实践理性中，“悬设”的上帝为至善提供德福统一性的可能，以促进人类内心的协调；在反思判断力中，上帝为自然提供多样化的统一性，推动认识与道德的联结。所以，笔者认为上帝理念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效用意义上具有经验实在性。
关键词：上帝理念；经验实在性；认识论；实践理性；反思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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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The idea of God in Kant’s philosophy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ree Critiques, Kant gave a negative answer by speculation reason, but he also left room for empirical reality of God in other arguments, so it is controversial in research field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A group of researchers who were headed by Peter Byrne believed that Kant was an anti-realist definitely, they all repudiated empirical reality of Kant’s God. However, Byrne’s argument was grounded on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sense of reality (wirklichkeit) that we can have no knowledge of the idea of God, and then, he denied that God is a reality independent of the human mind. But the author considers empirical reality has double meanings, it also has one meaning in the sense of utility. Thus, according to the loophole of Peter Byrne’s idea, the aim of the thesis is to discuss that God in Kant’s Critique Philosophy have empirical reality in the sense of utility, and the author will attempt to defend empirical reality of God in three diverse aspects, i.e. epistemology, practical reason and reflective judgment. At the same time, three different unity which are provided by God can reveal that the idea of God plays a real universal utility on objects in some fields, so its empirical reality can be shown. In epistemology, the idea of God offers the systematicity of cognition in general. In practical reason, the postulate of God makes the unity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possible for highest good, what’s more, it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human heart. In reflective judgment, it unifies diversity of nature and promote to bridge the gulf of epistem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 As a consequen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dea of Go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Kant’ philosophy, and it can have empirical reality in the sense of utility.
Key words: the Idea of God; Empirical Reality; Epistemology; Practical Reason; Reflectiv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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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0036498]引言
“上帝”作为一个超验的概念在康德的著作中频频出现，由于人类理性对无条件者的执着追求，有关上帝的讨论贯穿于康德哲学的各个部分[footnoteRef:1]。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康德长久以来的一个难以割舍的任务，而对其上帝观的研究也必然成为了后来的康德哲学研究者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领域。 [1:   在康德的著名的三大批判中都有讨论“上帝”，《纯粹理性批判》中上帝理念作为与灵魂和世界并列的三大理念之一，在“先验辩证论”部分以“纯粹理性理想”的方式出现，康德从思辨理性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学三种方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不可能性；《实践理性批判》中上帝作为一个“悬设”而出现，道德哲学中对无条件的“至善”的追求只能通过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才有可能实现，并且通过对上帝的悬设，从道德引出了宗教；《判断力批判》中上帝作为有机物存在的一个先天根据，弥补机械论的不足，在对自然终极目的的探索过程中，上帝发挥了推动性的作用。] 

在对康德的上帝理念的讨论中，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关于康德宗教哲学的解读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涅将康德视为上帝死刑的执行人，在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他指出：“按照康德的说法，上帝是一个本体。由于他的论证，我们迄今称为上帝的那种先验的观念本质无非是一种虚构。这种先验的观念本质是通过一种自然的幻觉而产生的。是的，康德指明，关于那个本体，关于上帝，我们什么也不可能知道，甚至对他的存在在今后提供任何证据也是不可能的。”[footnoteRef:2]海涅明确认为康德的上帝是不可知的，虽然康德因怜悯他的老仆人兰佩，至少从道德的角度上许可了上帝的存在，但是海涅认为上帝并没有因此被复活。但艾伦·伍德（Allen W. Wood）在其《康德的理性神学》（Kant’s Rational Theology）中，指出了海涅的解释完全忽视了康德对他所批判传统的深度同情。虽然康德确实排斥传统中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但是也表明了除非从有神论出发，否则就根本不能设想人类的处境。因为“康德的真实目的不是摧毁神学，而是用一个批判的神学去取代那个独断的神学：把理性神学从一种自负的思辨科学变成一种对人类理性不可避免却永难解决的问题的批判检讨”[footnoteRef:3]。 [2:  ［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1月第1版，第98页。]  [3: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理性神学》，邱文元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第1版，第6页。] 

对康德的上帝观的研究中，针对上帝理念是否具有经验实在性的讨论一直处于被学界忽视的境地，鲜少著作会涉及对“纯粹理性的理想”的“简单地和晦涩地表述的艰难推理”[footnoteRef:4]的解读。上帝作为一个理念而具有先验观念性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上帝具有经验实在性却是难以证明的，可是不难看出康德一直没有真正放下上帝的经验实在性这个论证难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对理解康德哲学的整体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4: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理性神学》，邱文元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第1版，第3页。] 

在上帝的经验实在性这个问题上，以彼得·巴恩（Peter Byrne）为首的一些哲学家否认上帝的实在性。巴恩主张康德的上帝是主观的，无关客体的实在性，康德对上帝的论述是明显的“反实在论”。在凯斯·沃德（Keith Ward）看来，“从康德的伦理学必然产生神学信仰”[footnoteRef:5]，因为康德的伦理学是从不可知的理论哲学中引发的，一个在不可知论与空洞的道德自律基础上产生的神学理念必定不具备经验实在性。丹·丘比特（Don Cupitt）也呼应了沃德，认为虽然康德哲学和否定神学[footnoteRef:6]性质略有不同，但其反实在主义倾向并无不同，上帝作为本体的理念，不是科学的范畴，它只是一个主观的设定，根本无法为上帝找到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与之对应。本文就针对“反实在论”拥护者彼得·巴恩的思想的漏洞，力图给出一个对康德的上帝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经验实在性的新解读。 [5:   Keith Ward: 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View of Ethics, Oxford: Basil Black well, 1972, P26.]  [6:   “否定神学”认为：“上帝必然存在，但其本质是未知的。”（Don Cupitt: Kant and the Negative Theology, in The Philosophical Frontiers of Christian Theology: Essays Presented to D. M. Mackinnon, Brian Hebblethwaite and Stewart Sutherland,(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57.）] 

首先厘清康德在文本中对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这一对相关概念的解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的论述分散，主要是借助于时空、范畴来引出对这两点的叙述。对于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空间的性质[footnoteRef:7]来说，邓晓芒老师将其归纳为：“经验的实在性是说，凡是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对象（即现象），时空都对之有实实在在的（客观）的作用和效力；先验观念论是说，时空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其属性，也不是经验事物本身的属性的抽象，而纯粹是主体的认识能力本身具有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说，如果抽掉感性直观的各种条件，时空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无了。”[footnoteRef:8]针对知性的范畴来说，康德对其论述的核心在于：“范畴作为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根据将在于，经验只有通过范畴才是可能的。这样一来范畴就必然地和先天地与经验对象相关，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借助于范畴，任何一个经验对象才能被思维。”[footnoteRef:9]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范畴的经验实在性。同时，范畴作为一个先天概念，其本身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其属性，必定具有先验观念性。一方面，范畴是一种观念性的产生，其为自然立法，体现了思维的主观条件对对象的先验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范畴的使用是在经验的领域发生的，体现了对经验对象的一种依赖性。因此，范畴也展现了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的统一。 [7: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对时间和空间的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这些阐明说明了一切能从外部作为对象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的空间的实在性（即客观有效性），但同时也说明了就那些凭借理性来考虑它们自在的本身、即不顾及我们感性之性状的事物而言的空间的观念性。所以，我们主张空间的经验实在性，虽然同时又主张空间的先验观念性，也就是只要我们抽掉一切经验的可能性这个条件，并把空间假定为某种给自在之物提供基础的东西，空间就什么也不是了。” 同时，“我们的主张表明了时间的经验实在性，即对每次可能给予我们感官的一切对象而言的客观有效性。而由于我们的直观永远都是感性的，所以在经验中绝不可能有不是隶属于时间条件之下的对象给予我们。反之，我们反驳一切对时间的绝对实在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以为时间即使不考虑我们感性直观的形式也是绝对依附于事物作为其条件或属性的。这样一些属于自在之物的属性也永远不能通过感观给予我们。所以在这里就有时间的先验观念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2、38页）康德在以上阐明中提出了时间和空间同时具有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  [8: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86-87页。]  [9: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85页。] 

综上，虽然康德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来专门探讨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的具体定义，但是他将思想融合进了对其他具体观点的论述中。依笔者之见，先验观念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现象不是物自身，另一方面，指自身使经验对象成为可能，但自身又不是客观自存的经验对象；经验实在性也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现实性意义上[footnoteRef:10]），指一物本身是在经验中客观存在的对象，另一方面（效用意义上），指对经验中的对象有实实在在的普遍的作用和效果。 [10:   关于“现实性”的解读在下文有具体叙述。] 

针对康德的上帝理念是否具有经验实在性，彼得·巴恩有着自己的解读视角。其著作《康德论上帝》（Kant on God）一书，在对关于康德的上帝观的不同理解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后，开始了对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的研究。他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对上帝理念的运用上体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康德在文本中多次谈论关于上帝的理念，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哲学又体现了，因为上帝作为一个超验的概念而不存在于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人类对于上帝的本质和是否存在是不能认识的。如巴恩所言，《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关于先验神学的阐述和对上帝存在的失败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与不少研究者达成了共识。诺曼·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也认为康德在此的论证“恰好是在整个批判中最陈旧的理性主义论证”[footnoteRef:11]。同样，彼得·F.斯特劳逊（Peter F. Strawson）也发现“最实在的存在者的理念会以此方式自然产生，这种见解很难获得同情和理解”[footnoteRef:12]。在对辩证篇的最新研究中，乔纳森·伯奈特（Jonathan Bennett）用不足一个段落，将康德的全部解释当作“一个难以相信的传言”[footnoteRef:13]给打发掉了。与此同时，巴恩认为，康德不仅否认了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而且我们甚至不能去谈论上帝。很多学者在研究康德时，会忽略甚至故意忽视对于类似于上帝这样的超验实体的无意义的断言，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就算对上帝的理解很必要，但是对于康德的超验的上帝理念的解释也是很困难的。 [11:   Norma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522.]  [12:   Peter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Methuen & Co Ltd, 1966, P222.]  [13:   Jonathan Bennett: Kant’s Dialect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82.] 

如巴恩所言，“如果说有些观点是康德在批判时期保持一致的，那么就是上帝不可能是一个经验的对象”[footnoteRef:14]。因为经验是通过直觉的形式来对具体对象进行理解和分类的，也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对象才能被直觉，理性的理念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所以其在感性世界中是没有客观对象的，感性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理性理念相一致。上帝理念完全存在于理性之中，因此上帝对经验世界有影响这一观点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他同时也认为，在实践理性中，虽然需要“悬设”上帝存在来为理知世界提供能够成为至善的条件，但是这个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假设，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在经验世界之外并没有一个上帝的实存，只有一个先验的理念，这一点可以在康德的《遗著》(Opus Postumum)中找到证据。巴恩认为康德是一个明确的反实在论者，他指出：“我的这个断定在康德的《遗著》中被支持，这本书记载了康德大致在1796年至1803年间所写的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成为了他关于最后的形而上学的阐明的一个基础。他虽然没有完成这些评论，但是这其中却充满了对于上帝的主观主义的评论，并且否认了上帝是一个独立于人的理智的一个现实的存在。因为许多康德的研究者们希望看到康德是一个主流的有神论者，所以《遗著》必须被处理掉。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康德在上帝理念上的一个激进的改变，或者被认为是一个男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中伴随着心灵和身体的极度虚弱而进行的未完成的漫无边际的讲话。”[footnoteRef:15]巴恩引入《遗著》的想法是从保罗·盖耶（Paul Guyer）借鉴来的，正如盖耶所声称的，《遗著》中明确了隐含在康德之前的作品里的思想，而不是彻底打破了早先的观点。约翰·黑尔（John Hare）在对《康德论上帝》（Kant on God）一书的评论中，也说道：“巴恩总结说，我们没有关于上帝作为一个目的的认知；上帝这个概念是空的，没有对应的客体。”[footnoteRef:16]可以看出，巴恩将康德视为明确的反实在论者，认为上帝是超验的、主观的，是我们在经验中无法把握的、也不能谈论的。不仅在思辨理性中，而且在实践理性中上帝也不具备经验实在性。 [14:   Peter Byrne: Kant on Go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4.]  [15:   Peter Byrne: Kant on Go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5.]  [16:   转引自：John Hare, Kant on God – By Peter Byrne, Conversations in Religion & Theology, 2009, 7(1):71–83.] 

巴恩一方面否定了康德的上帝理念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也为上帝理念在先验观念论中找到了落脚点。在研究批判哲学的主题时，巴恩发现了康德体系体现了先验观念论的风格。他首先将先验观念论与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发现的经验观念论相区分，指出了康德在文本中多次反驳了经验观念论的观点。先验观念论主张经验知识的研究对象是现象不是物自身，我们不能认识物自身。同时巴恩又指出：“虽然人类没有从经验证明有一个上帝的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神。它仍然是可能的，只是在现实领域，我们的认知系统不能达到它而已。”[footnoteRef:17]他将我们的认知系统比喻为一个渔网，这个渔网不生产鱼，也只有体型在渔网可以捕捞的范围内的鱼会被抓。经验中的现象就是认知系统可以抓到的东西，但是物自身却不是我们的认知系统可以达到的。虽然上帝本身不是我们的经验对象，但并不能说它不能够存在，所以上帝是具有先验观念性的。 [17:   Peter Byrne: Kant on Go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16.] 

针对彼得·巴恩对康德的上帝理念的解读，一方面，笔者赞同上帝具有先验观念性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笔者对巴恩认为的上帝不具有经验实在性的观点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巴恩片面理解了康德的经验实在性的内涵，只意识到其现实性意义上表示在经验世界中实存（Dasein）的事物，而忽视了其更深层次的效用意义上对经验中的对象有实实在在的普遍的作用和效果的解释。此处需指出，是笔者将经验实在性理解为双重内涵，即现实性意义上和效用意义上，其中“现实性”（Wirklichkeit）[footnoteRef:18]一词借鉴于海德格尔在《路标》一书中的译注，即“在康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Existenz和Dasein指一般事物的实际存在，我们分别译之为‘实存’和‘定在’，其意义近乎‘现实性’”[footnoteRef:19]。用以与“实在性”进行区分，“现实性”只是“实在性”的一部分，并非完全等同于“实在性”。笔者认为，上帝理念可以像时空和范畴那样同时具有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只不过这种经验实在性不是现实性意义上的。本文将力图阐明上帝在认识论、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这三个层面上具有效用意义上的经验实在性。在这三个层面中，上帝分别为经验世界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统一性”。在认识论中，上帝作为一个理性理念对知性具有调节性的作用，为知识提供了“系统的统一性”，以扩展经验知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中，上帝作为实现“至善”的一个必要的悬设，对经验世界中的人类出于义务的实践活动的实现进行引导，也只有上帝存有，才有设想“德福的统一性”的可能，从而使理性存在者的内心得到“协调统一”；在反思判断力中，上帝作为有机物存在的一个先天根据，是对机械论无法解决的领域而诉诸目的论的结果，为自然界寻求一种“多样化的统一性”的规律，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根据，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人类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本体，从而通过判断力为认识和道德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综上，三大批判中上帝均为经验世界贡献了“统一性”以指导和推动经验对象的发展，笔者便在这种上帝对经验产生了实实在在效用的方面，发现其具有经验的实在性。 [18:   根据胡万年的《康德的实在性与现实性的存在论区分与关联——基于康德存在论题的视角》（《德意志思想评论》（第十二卷），第131-145页）的观点，在康德的存在论题中，实存不等同于实在，现实性不等同于实在性，实存不是实在的谓词。现实性是指实存表达与知性的经验性使用或经验性的判断力的关系。作为模态范畴的现实性，要求的是直觉而不是概念，因为“概念先行于知觉，这只是意味着它的可能性；而为形成概念提供材料的知觉才是现实性的唯一品格”，所以“知觉及其对经验性法则的追随到何种地步，我们有关事物的实存的知识也就达到何种地步”，由此，康德得出结论：“凡是按照经验性的法则而与一个知觉相关联的就是现实的。”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而海德格尔认为：“实存（existentia）乃是在原因和虚无之外持立之物意义上的现实性（actualitas），即一种作用状态（Wirkendheit），它把某物置入招致和实现过程之外的领域里，被作用状态的领域里，并且克服了虚无（即现实之物的缺失）。”（［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第1版，第1056页）这意味着实存揭示自身为针对虚无的反抗，从虚无中绽出，因为虚无指的是绝对的不存在，而每个存在者都是有根据的，作为现实性的存在必定在自身中具有一种赋予存在相对于虚无的优先性的本质。在实在性和现实性之间，康德还提出了一个引起歧义的“客观实在性”（objective reality）概念。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康德的客观实在性是有别于实在性而等同于现实性的概念。（［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43页）而至此，笔者认为康德的经验实在性不应该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完全等同于现实性，而应该包含现实性，只把现实性作为其含义的一部分。]  [19: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1版，第534页。] 

[bookmark: _Toc480036499]一、认识论中的上帝理念
对于“理念”（Idea）一词，牟宗三在其《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中将其归纳为有两种使用，一是柏拉图的使用，一是贝克莱的使用。在柏拉图的使用中，理念是理想的基型[footnoteRef:20]，康德借鉴了他的思想，便有了理性的概念（理念）[footnoteRef:21]。在贝克莱的使用中，理念是觉象（知觉现象），等于现实而具体的事物，康德对此持反对意见[footnoteRef:22]。在柏拉图看来，理型（理性的基型）就是实在，没有理型与“理型的实在性”之间的分裂[footnoteRef:23]。可是在康德看来，因其批判的考虑，所以有了理念与其经验的实在性的分裂，所以情况变得复杂了[footnoteRef:24]。 [20:   依柏拉图所言，理念是事物本身的基型（Archetypes，牟宗三将其译为“理型”意即发自于最高理性的理想的基型），而不只是依范畴的样式而为可能经验之钥匙。理念是从最高的理性出发，而从最高理性这个源泉中，理念也要为人类理性所分得，但是人类理性现在却不再是在其根源的状态中，而是被迫着要努力因着回忆的过程去召回旧有的理念，即回忆说。（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4月第1版）]  [21:   康德只是想把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完全限制于实践理性的领域内，他并不赞成把理念扩张到思辨的知识，甚至扩张至数学，他也不赞成柏拉图的关于这些理念的神秘推演，或其所用以实体化这些理念的过度夸奢。（引自同上）]  [22:   贝克莱所说的Idea是指所觉知的对象而言，等于现实而具体的事物（thing）。现实而具体的事物不离心觉，所以凡是感触知觉之所觉知者皆可称为“Idea”。因此，在贝克莱的哲学中，Idea只是感触知觉的“觉象”（知觉现象），重在表示存在物的具体性与现实性，此具体性与现实性是一物只在其与心觉发生关系时才获得，此即是“凡存在即被觉知”的意思。贝克莱之所以说“存在即被感知”其目的是想消除这个“物质”，可是如果物质真被消除了，那么空间以及以空间为不可分离的条件的一切外物皆成虚幻不实的。贝克莱可以说他只是消除了那个抽象的而永不被觉知的物质，并不否认那具体而现实的知觉现象的实在性；凡是他说的对象都是指具体而现实的事物，并没有一个孤立的，抽象的，而永不可知的事物。因此他产生了“独断的观念论”（属于经验的观念论）的思想，否认感觉的外部对象的存在，与康德所倡导的“先验观念性”相悖。（引自同上）]  [23:   柏拉图认为事物本身的基型（理念），不是感觉物，而是“实在”。柏拉图虽保存了“可见之相”之义，但却不同于贝克莱，而是一种心眼或慧眼所见之相，而非肉眼所见者。心眼所见者其客观的根源是理性。（引自同上）]  [24: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4月第1版，第277-278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0]（一）纯粹理性的“理想”与附录
认识论中的上帝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部分，上帝理念以“纯粹理性的理想”形式出现。理性的推理能力试图从通盘规定原理出发去认识一个最实在的存在者，这种理性的自然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先验幻相，受幻相的迷惑，将纯粹理性的理想物化，意味着将绝对必然的实存赋予最实在的存在者——上帝。因为只有上帝这个理性概念满足最实在的存在者的要求，即唯一的、单纯的、完全充足的、永恒的等等。
康德试图从思辨理性推出上帝存有的各种证明根据，分别从自然神学、宇宙论、本体论给出了相应的证明[footnoteRef:25]，但是其结论都是上帝存有的不可能[footnoteRef:26]。因此上帝理念在经验中没有任何与之重合的对象，它只是一个先验的理念。虽然在思辨理性中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以失败告终，但康德并没有放弃，“这个最高存在者（即上帝）对于理性的单纯的思辨运用来说还是一个单纯的、也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是一个使整个人类知识得以圆满完成的概念，它的客观实在性虽不能以思辨理性的方式得到证明，但也不能因此被反驳，并且，如果应当有一种道德神学的话，它就可以补充这个证明的缺陷了”[footnoteRef:27]。康德在先验辩证论的附录中，增加了理念的调节性运用，试图为上帝理念在认识论中留下实在性的余地。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理论理性中将其“理念”进行了“先验的”和“超验的”区分，先验的理念是理性在作经验性使用或内在的使用时所产生的理性概念，它们对于人类的认识发挥着一种“调节性的作用”；超验的理念是指理性从其经验性的使用中完全分离开来，并给自己造出了先验对象的理性概念，这些对象由于并不将其客观实在性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只建立在纯粹的先天概念之上，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成了“一种单纯的思想存在物”[footnoteRef:28]。本文所讨论的上帝理念是建立在“先验”的意义上的，旨在强调上帝作为一个先验理念通过对知识的调节性作用来间接影响经验。 [25: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辩证论”的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七节中“批判了传统的理性的神学和18世纪的自然神学的主要论证，即安瑟伦和笛卡尔的本体论证明，由阿奎那所创立、为沃尔夫所青睐的宇宙论证明，最后还有”物理的—神学的“证明，或是设计论证明，受洛克影响，这种证明在英国的宗教界尤为流行，它已经在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受到无情的讽刺”。（［美］保罗·盖耶：《康德》，宫睿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49-150页）]  [26:   本体论证明忽视了在形成一个对象的概念和获取相应于这样一个概念的对象的存在的知识之间的差别，前者只能受到一般的逻辑要求的限制，避免任何内在的矛盾，而对于后者我们总是要求一个直观。宇宙论证明忽视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必然性概念的唯一用途是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中必然地说明对象或事件的特征，就像它们相对必然地服从于在先的条件——但是那些在先的条件本身最多只具有相对必然性，也就是说，必然相对于其他一些在先的条件，而且我们不能使用绝对必然的概念。自然神学的证明忽视了我们在经验中不能发现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因此在经验中既不能发现需要解释的无条件的设计或组织，也不能发现解释它的无条件的完美、智慧的设计者，而且也忽视了我们不能将我们在自然中从有条件的结果向有条件的原因的推论转化为向自然之外的无条件的因果理论。（［美］保罗·盖耶：《康德》，宫睿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56页）]  [2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05页。]  [28:   转引自：王建军，《“两种眼光”下的康德的自在之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40（4）：422-427。] 

美国著名的康德哲学研究者亨利·E·阿利森（Henry·E. Allison）在其《康德的先验观念论》（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中，将“纯粹理性的理想”中康德对理性神学的批判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即从通盘规定到最实在的存在者的回溯论证归结为不可避免的幻相的结果，而将第二部分对理想的物化和第三部分存在论与宇宙论的证明归结为被幻相所迷惑而导致的错误，来源于先验实在论，即无法区分作为现象的物的条件和一般物的条件的结果。这些都将证明，由于主观需要而把有关无条件者的概念和客观实在的对象所对应的实体概念混淆，是先验幻相所导致的错误，试图将上帝理念物化是先验实在论的误导的结果，而康德正是与先验实在论相对立的先验观念论的拥护者，所以上帝在经验世界中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对象。但是，阿利森也在其著作的“理性的调节作用”一章中，给予理念在知性的经验性运用上的积极作用，他还提出了因为理性的调节作用这一部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所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他在其中提及：“通过把客观有效性甚至客观实在性这些意味深长的批判性概念插入他对理性原则的调节性功能的说明之中，康德成功地迷惑了数代读者，造成了自相矛盾这个频繁的指责。正如早先所提出的，康德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以下事实：他在那个时候（1781年或1787年）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这些原则的先天综合地位，该地位本身乃是它们的一个不可或缺性的后果。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得到探究，但他在1790年的第三批判里根据反思的判断力的构想，的确发现了一个选项。”[footnoteRef:29]同时，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也认为，“实际上，‘附录’包含着这样重要的思想，即‘辨证论’得出的主要结果是消极的，但结论并不是消极的”[footnoteRef:30]，也就是说，康德试图在其先验辩证论的附录中为理性理念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宿。 [29:  ［美］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丁三东、陈虎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第1版，第524-525页。]  [30: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76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1]（二）理性对知性进行统一化的方式
在“先验辩证论”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康德写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附录，论述了理性理念的调节性作用和人类理性的自然辩证法的终极意图。在认识论中，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的是感性和知性，感性获取直观，知性提供概念，两者结合而构成知识。但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知识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世界因而被分成了无数碎块。追求无限和绝对的理性当然不满意于一个无系统、不完整的世界。既然知性可以把零散的感性表象统一起来，更高层次的理性也应该有能力统一知性知识[footnoteRef:31]。康德的理性对知性产生的调节性作用，体现在为由知性应用于感性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自然中经验对象和法则的形式的判断——引入统一性。赫费主张“根据一般节约原理这一奥卡姆剃刀，人们应当让本体论及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的要素保持尽可能的少”[footnoteRef:32]，而在此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的追求便是极有效地达到了绝对最小的原则数目，达到了一。保罗·盖耶（Paul Guyer）在《康德》（Kant）一书中将理性对于知性的结果进行统一和系统化的方式归结为三点：“首先，康德认为理性以其自身纯粹性的理念能够贡献出纯粹的、基本的解释性概念……其次，康德认为理性提供了将任何科学系统化的形式的范式，不管是对于自然的部分的科学还是对于自然的全体的科学都是如此……最后，在附录的第二部分中，康德论证了理性的无条件者的理念，它们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ootnoteRef:33]针对盖耶对理性作用的分析，笔者在相应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转引自：周民锋，《康德认识论的两重结构》，《德国哲学论文集》（第十辑），第1-15页。]  [32: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79页。]  [33:  ［美］保罗·盖耶：《康德》，宫睿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71-172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2]1. 纯粹的理性概念
理性以其在认识能力中的至上地位，为感性世界提供纯粹的理性理念作为参考，它们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知识却需要拥有这些概念，并且对自然中更为复杂的概念的理解需要还原到这些概念上。这种纯粹的理性概念可以归结为“知觉的预测”[footnoteRef:34]的需要，它们表示着最高的强度的量，被设定出来去评价其他较其强度更低的量，它们被作为一种标准或者说是理念，只有设定了这些纯粹的概念，现象界的对象才能被描述、被认识，所以说这些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人类认识的前提。例如，“在经验的自然科学中我们已经使用了一些经验的（当然还不是纯粹的）理性概念，如‘纯土’、‘纯水’、‘纯气’等等，以此为绝对的标准，我们才能确定任何物质的各种成分及化学过程的比例变化，但这些理念则是先于它的各部分而确定下来的”[footnoteRef:35]。在经验中的科学研究是需要理性所提供的这些纯粹的理性概念作为标准，来衡量经验世界中的各种物质所占据该标准的份额（类似于纯度），从而进行相应的研究，否则是很难描述一项研究的。这种纯粹的、基本的理性概念作为理性对知性的一种方式的调节，也是一种统一性，是许多自然科学家试图去追求的理念，例如，化学家会寻找一种材料将一切盐都归结为这一种材料的不同变体。而这一纯粹的理性概念，成为特殊对象的统一性，就是理性理念的产物。 [34:  “知觉的预测”是知性的一个原理，“其原则就是：在一切现象中，凡是作为一个感觉对象的实在的东西，都是有强度的量。”（［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57-158页）]  [35: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72-373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3]2. 三条研究原则
理性提供了将任何科学系统化的形式的范式，正是在理性能力的要求下，理性存在者寻求对任何通过知性的使用而产生的经验概念和法则进行组织，这是依据了同类性、差异性和亲和性三条原则。康德总结了理性为知性的经验性运用提供的三条原则：“1、杂多东西在更高的类之下的同质性原则，2、同质之物在更低的种之间的变异性原则；以及为了完成这个系统的统一性，还加上了3、一切概念的亲和性法则，它要求通过逐级式地增加差异性而从每一个种到每一个另外的种有一个连续的过渡。”[footnoteRef:36]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同类性原则、特殊化原则和连续性原则。这三个逻辑原则是系统性表述自身的三种形式。 [3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5-516页。] 

首先，理性理念作为超验的概念，永远不会与经验中的对象产生直接的关系，而只能和知性产生直接的关联，通过知性这一中介，间接地与经验发生关系，所以理性从不创建各种有关于客体的概念，而只是整理这些概念，并赋予它们一种最高层次的系统的统一性。“知性通过概念把经验的杂多在客体中结合起来”[footnoteRef:37]形成分殊的统一性，但是知性并不能将自身之中的概念的杂多集合起来，这时就要依靠理性的理念的帮助，才能在可能经验的边界之外将知性的概念的杂多结合起来，形成集合的统一性。理性力图实现知识的系统化，设定知性知识的完备的统一性。“理性的寻求统一性这一法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统一性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而没有理性就不会有知性的任何连贯的运用，并且在缺乏这种连贯运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经验性真理的任何充分的标志了，所以我们必须就这种标志而言把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绝对地预设为客观上有效的和必然的”[footnoteRef:38]，就像很多自然科学家们都在各自的领域试图寻找一个最高的统一性，能够包含其所在领域的多样性。化学分析家仍然不满足于将盐分为酸、碱两类，还希望去找到一种更基本的材料，将酸、碱形式归为其统一性之下的不同的表现。人们还试图去将若干种类的矿物逐步归类，以期寻找到这些变体中的唯一的一个类。自然界类似的尝试还有很多，因此这种系统的统一性是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类的逻辑原则如果要应用于自然之上，就是以一个先验原则为前提的。按照这条先验原则，在一个可能经验的杂多中必然预设了同质性，因为没有这种同质性，任何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任何经验就都会是不可能的了。”[footnoteRef:39] [3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06页。]  [38: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1页。]  [39: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3页。] 

其次，除了以上的类的原则，系统性似乎还需要与之对立的种的原则。在认识中，不仅需要类的统一性，同样也需要种的多样性。“因为假如没有更低级的概念，也就不会有什么更高级的概念了。既然知性对任何东西只是通过概念来认识的：因而就它在分割中所及的范围而言，它永远也不是通过单纯的直观，而总是又通过更低级的概念来认识的。”[footnoteRef:40]这表明了特殊化是一个无限继续的过程，在通盘规定的认识中，不断地深入更特殊的概念，从而对经验有更细致的把握。这种特殊化的法则也不是经验本身可以把握的，而是一个站在经验之外的“统一性”要求的。由先验的特殊化的法则来引导着知性对杂多的差异性进行探寻。康德认为，“就像我们只有在自然的客体本身具有同质性这个条件下才具有知性一样，我们也必须在自然中的差异性这个预设之下才具有知性”[footnoteRef:41]。因此，特殊化法则也是经验能够被认识的必要条件。 [40: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5页。]  [41: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5页。] 

再次，连续性原则是在前两条原则的结合下产生的，所有的分离着的多样性要通过亲缘性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通过被扩展而达到唯一的类。诚如康德所言：“诸形式之间有连续性，就是说，种的一切差异性都相互邻接，并且不允许任何通过一个跳跃而造成的相互过渡，而只允许通过一切更小的区别程度来过渡，我们由此才能从一个差异到达另一个差异。”[footnoteRef:42]连续性原则是必然的，用来连接至上的类和分离着的、普遍的种，才能实现知识的完备的统一性，将感性杂多置于同一个知性系统中，将知性置于同一个理性系统中，达成系统的总体性。 [42: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7页。] 

综上，同质性原则、特殊化原则、连续性原则，是实现知识的系统的统一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性预设了这些首先被应用在经验上的知性知识，并按照理念去寻求它们的比经验所能达到的走得远得多的统一性。杂多不顾其差异性而在一个统一性原则下的亲缘性不仅仅涉及物，而且多得多地还涉及诸物的那些单纯属性和力。”[footnoteRef:43]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必然是先验的，是先于经验存在的，为经验提供可能。然而这些原则无一不是体现了理性理念的调节性作用。 [43: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9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4]3. 理性理念对知性的“调节”
康德在附录的第二部分“人类理性的自然辨证论的终极意图”中论证了理性的无条件者的理念，即灵魂作为所有思想的无条件的主体的理念，还有世界整体作为空间和时间中所有对象和事件系列的无条件的完成者的理念，以及上帝作为所有一般存在无条件的条件的理念，它们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一般经验性知识的杂多之系统统一性的调节性原则，经验性知识由此在自己的界限内，与没有这样的理念、仅仅通过知性原理的应用所可能发生的相比，将得到更多的培植和纠正。”[footnoteRef:44] [44: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25页。] 

虽然三大理念并不直接地与任何与之相应的对象及其规定发生关系，但是理性的经验运用的规则在这样一个理念中的对象的前提下都能通往系统的统一性并扩展经验知识。“在心理学中，我们必须设想心灵‘似乎’是一个单纯的人格同一的实体，以使内在经验获得最大统一的联结；在宇宙论中，我们必须设想现象的条件系列‘似乎’是无限的和没有任何最高项的，以便我们在无止境的研究中去追求内外自然现象的条件，同时也不去否认在现象世界之外有某种智性的根据；在神学中我们必须设想一切可能经验的东西‘似乎’是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同时又设想在这统一体之外‘似乎’有一个最高实在的根据，即一个原始的创造的理性。”[footnoteRef:45]换言之，三大理念对知性的调节性作用体现在为知识提供“统一性”。 [45: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79页。] 

诚如康德所言，上帝理念在认识论中决不是负责神学研究的，而是负责自然研究的。上帝研究的是“世界秩序及其按照普遍法则的关联之根据”[footnoteRef:46]。赫费指出：“如果说灵魂涉及的是心理现象，世界涉及的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现象及其规律，那么人们通过上帝理念追问的是所有这些规律及其所创立关联的那个根据，康德也把这个根据称为合目的性。”[footnoteRef:47]也就是说，上帝是灵魂和世界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统一性，指向一种更高的认识扩展。因此上帝理念可以作为一种“目的”，为一切自然科学提供先天根据。 [4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40页。]  [47: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84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5]（三）上帝理念在认识论中的经验实在性
将康德从在与执行的经验性运用的关系中对系统统一性原则以及表述它的各种形式的考虑转到了正式的先验理念。这个讨论的核心就是理念的先验演绎。演绎的目标是要鲜明，理念并不仅仅是任意地关联着的概念，而是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之中有其根据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合理地发挥作用的理性存在者，而不是诡辩地发挥作用的理性存在者。针对先验演绎，亨利·阿利森表明：“演绎很大程度上是从作为一个对象而绝对的被给予理性的某物和仅仅作为理念中的一个对象而被给予理性的某物之间的区别开始的。前者需要对象本身现实地被给予，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后者则仅仅只需要理念充当一个图型，通过这个理念，其他对象凭借着它们与这个理念的关系而在其系统统一性中得到了间接的表象。在思想中设定一个理念，就等于‘意识着’这个理念，就是说，为它提供一个意向对象，这不同于物化它，物化乃在于赋予其对象一种实在的、心灵之外的实存，而是赋予其对象一种单纯意向性的存在。虽然康德没有回到那段话，但他现在是在暗示，一个理念中被给予的对象正是通过提供出所需要的想象的焦点[footnoteRef:48]，才能够使得知性间接地表象其他对象，即那些存在于背后的对象，否则的话它们是不可能通达的。因此，对诸理念的先验演绎乃在于显明，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有其对象，这个演绎据信会赋予它们某种‘客观有效性’。”[footnoteRef:49]换言之，先验理念通过系统的统一性使知性表象出全部的经验对象，否则那些掩藏于一般对象之后的不易察觉的对象是不能够被知性把握的。先验理念赋予了知性能够表象全体的经验对象的能力。 [48:   这里所说的想象的焦点即一个统一性的视点，“一种极好的、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调节性运用，就是使知性对准某个目标，由于对这目标的展望，一切知性规则的路线都汇集于一点，尽管这个点只是一个理念，即一个诸知性概念并不现实地从它出发的点，因为它完全处于可能经验的边界之外，然而却用来使这些知性概念除最大的扩展之外还获得最大统一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07页），阿利森在其《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种解读与辩护》中将这种最大的统一性比喻为想象的焦点。]  [49:  ［美］亨利·阿利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种解读与辩护》，丁三东、陈虎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第1版，第526页。] 

上帝作为一个理性理念，必然拥有对知性的调节性的能力和职责。“对于经验科学研究来说，把事物的条件系列设定为无限的，就可导致知性不断地、尽可能地扩大它在经验内的使用，而决不允许它自以为已经完成了研究。把上帝设定为感性现象世界的根据，就为我们理解经验的连结、经验的秩序和经验的统一性提供了根据。”[footnoteRef:50]上帝利用它的调节性作用，通过知性来间接地对经验发挥作用。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要把这个理念仅仅考虑为一个“启发性的”（heuristic）概念，而不是一个“明示性的”（ostensive）概念，因为，“它并不是指明一个对象是怎样构成的，而是指明我们应当如何在这概念的指引下，去寻找一般经验对象的性状和关联”[footnoteRef:5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帝理念不是一种构成性的运用，即“仿佛由于这种（构成性）的运用，某些对象的概念就会被给予出来了”[footnoteRef:52]。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实在性的调节性运用误认为是构成性运用，就会使上帝理念走上先验实在论的歧途，使上帝理念人格化和神圣化。 [50:   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31页。]  [51: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24页。]  [52: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06页。] 

陈嘉明先生在其《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将邓晓芒翻译的调节性理解为范导性（regulativ），将构成性理解为建构性（konstitutiv），他认为“建构性的原则指的就是知性使用的方法，其对象乃是感性直观所提供的质料。它运用的原则，实质上就是由知性范畴引申出来的经验综合的先天原理。知性运用这些原理对经验现象进行思维，其结果是规定了这些对象，并使由此获得的经验具有客观实在性”[footnoteRef:53]。相对的，范导性原则是“理性与反思判断力所使用的方法”[footnoteRef:54]，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方面，理性运用其原理引导知性在研究自然时向着最大完整性方向前进[footnoteRef:55]；二是反思判断力方面，该原则会为自然设定一个目的，从而把各个生命机体看成是互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体。他明确指出，知性具有的是建构性原理，而理性只能是范导的，因为“理性是关于原理的能力，其最终目的是不受条件限制的东西，即要把握无限者。在自然认识中，康德把理性的这一目标定为把握经验的最大系统的统一性”[footnoteRef:56]。所以提出了同质性原则、特殊化原则和连续性原则，以达到对自然统一的认识。 [53:   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4页。]  [54:   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4页。]  [55:   R·布茨（Butts）曾经这样概述了建构与范导的原理：“建构的原理给出一个对于客体认识的可能性来说是必要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范畴都包括在建构原理里，并且因果律作为一个这样的建构原理能够在经验中得到普遍运用。纯粹理性（它的内容是一些无法在实例中展现出来的理念）的原理，仅能范导地用作引导研究、寻求最大统一的一些规则。建构原理与客观上可认识的东西相关；范导原理与主观具有的思想相关，这些思想绝不可能是认识。”（Robert E. Butts: Kant and the Double Government Methodolog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 Holland, 1986, P255）]  [56:   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19页。] 

在讨论上帝理念的调节性作用时，必然要引入目的论。因为“按照一个系统统一的原则考察世界的一切联系，‘似乎’它们全都是从一个最高的、完全充分的原因、即一个唯一无所不包的存在者那里产生出来的一样”[footnoteRef:57]。因此，最高形式的统一性也就是一种合目的的统一性，即我们需要把世界中的一切秩序看作是出自一个最高理性存在者的意图。上帝作为一种“目的”，在心理学和宇宙论的统一性之上又提供了更高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提供系统统一性的根据。 [5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34页。] 

康德在“纯粹理性的建筑术”[footnoteRef:58]中称“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footnoteRef:59]，并且在《纯粹理性批判》五年后发表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重复说到任何科学必须是“一个系统，即依据原则组织的知识的整体”[footnoteRef:60]，从而提出了自然科学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直观的纯粹形式、范畴以及经验判断的原则所要求的。因此盖耶指出：“尽管在这个附录的大多数地方康德似乎只是说知识的系统化对于知识（知识是由直观的纯形式、概念化以及判断所提供的基础上一点点地构建起来）来说只是一种补充，但是在一两个地方，康德更进一步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的系统相互联系的观念实际上是任何知识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是知识的又一个必要的条件[footnoteRef:61]。”[footnoteRef:62]因为，“理性寻找这种统一性的规律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一规律就根本不会有理性，没有理性就不会有相互联系的知性应用，而缺少了这种应用就不会有经验性真理的充足标志，因此，就后者而言，我们必须预设自然的系统统一性完全是客观有效的和必然的”[footnoteRef:63]。感性论中的空间、时间观念与知性论中的范畴，它们作为认识活动中的先天形式，都能和经验表象结合后产生无数知识，从而具有经验实在性。在这一点上，笔者赞成盖耶的观点，将理性理念也作为产生知识的必要条件，所以也应该具有经验的实在性。 [58:  “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的第三章，第628-642页。]  [59: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629页。]  [60: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467页。]  [61:  “又一个必要条件”意味着盖耶将理性理念对知识的作用与时空的感性形式和范畴并列，都是知识所不可或缺的，而时空和范畴又因为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而对经验世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拥有“经验实在性”，所以理性理念也将具有“经验实在性”。]  [62:  ［美］保罗·盖耶：《康德》，宫睿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162页。]  [63: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1页。] 

《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的自然的辩证法引出了上帝理念，并把它作为一个调节性的原则，从而使人类能够认识在其所带来的系统统一性之下的客体对象[footnoteRef:64]。反观经验实在性的内涵，虽然现实性意义（即在经验世界中客观存在）上的解释不适用于康德的上帝理念，但是上帝却可以满足效用意义上的经验实在性，即对经验中的对象有实实在在的普遍的作用和效果。上帝作为一个先天的根据，为知识提供系统的统一性从而形成了科学，并且扩展了经验知识的范围，理性理念从而成为了知识的必要条件，经验性真理因为有了理性才得以可能，所以在效用意义上，上帝理念可以具有经验的实在性。 [64:   转引自：Roe Fremstedal, The Mor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Immortality,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13, 41(1):50–78.] 

[bookmark: _Toc480036506]二、实践理性中的上帝理念
众所周知，康德的思辨理性将人的认识限制在经验范围内，对于上帝这种超越感性经验的理念是无法把握的，在理性的思辨运用中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任何非法的跨越都必然会导致幻相或者二律背反。但是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而是诉诸实践理性，“康德说他拒绝知识是为信仰留下地盘，或许这样说更准确一些：拒绝理论的知识为实践的知识留下地盘。信仰不单单是没有根据的意见，康德认为有些论证是基于道德的，而道德又使信仰上帝成为理性的要求”[footnoteRef:65]，正因如此，有必要将上帝存在的论证转移到实践理性，在道德上给予一个上帝的“悬设”。 [65:  ［美］加勒特·汤姆森：《康德》，赵成文、藤晓冰、孟令朋译，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1版，第117页。] 

[bookmark: _Toc480036507]（一）“悬设”的产生——至善的需要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辨证论”部分，为了保证无条件的“至善”的实现，不得不诉诸“悬设”，来为幸福和德性的统一提供可能。在纯粹理性中总会有“辩证论”的出现，无论是在思辨理性还是在实践理性，都存在着对一个无条件的总体的探寻，而这个总体只有在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本身才可以找到。在理性的实践运用当中，为了寻找无条件的总体，提出了“至善”的概念。对于“至善”这个概念，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对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footnoteRef:66]，笔者忠实于邓晓芒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解读。 [66:   针对“至善”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研究领域内有多种解读。在梯利（Frank Thilly）看来，康德的至善是“自我实现”，即人的身心发展和完善。（［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凯斯·沃德（Keith Ward）认为，康德的至善指人的成就与完善这一内在目的。（转引自：Keith Ward, Kant’s Teleological Ethics,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71, 21(85):337-351.）纳尔逊·波特（Nelson Potter）认为，康德伦理学中有多种目的和至善，但唯有《道德形而上学》中的“义务目的”才是真正的至善。（转引自：Nelson Potter, Kant on Ends that are at the Same Time Duties, Pacific Philosophy Quarterly, 1985, 66(1-2):78）Robert B. Louden则认为德性是至善。（转引自：Robert B. Louden, Kant’s Virtue Ethics, Philosophy, 1986, 61(238):473-489.）文德尔班认为“伦理社会”才是真正的至善。（［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善良意志、“目的王国”、“完满的善”都是至善。（转引自：John Rawls, “Themes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in Kant’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康德首先对“至高”这个概念进行了解读，“至高的东西可以意味着至上的东西（supremum），也可以意味着完满的东西（consummatum）。前者是一种本身无条件的、不从属于任何别的条件的条件（originarium）；后者意味着一个整体，它绝不是某个同类型的更大整体的部分（perfectissimum）”[footnoteRef:67]。因此，康德也区分了至上的善和完善的善，并且指出了真正的“至善”应该是完善的善[footnoteRef:68]。此处，至上的善是“德性”，“德性（作为配得幸福的资格）是一切只要在我们看来可能值得期望的东西的、因而也是我们一切谋求幸福的努力的至上条件，因而是至上的善”[footnoteRef:69]。其实对“德性”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得到了重视，苏格拉底在世时就已经在雅典的集市上追究什么是德性了，随后的柏拉图在其《国家篇》的第四卷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德性说”[footnoteRef:70]，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将德性认为是“具有选择中间之点的特长”[footnoteRef:71]。康德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形成了自己的德性论[footnoteRef:72]。 [67: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1页。]  [68:   其实在“至善”这个概念上是有歧义的，因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曾经有提醒：“至善”（the highest good）的本意是“至高的善”，既指“至上的善”（the supreme good），即德行或德性，又指“完满的善”（the perfect good），即德福一致，因而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冯显德：《康德至善论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3-4页）]  [69: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1页。]  [70:   柏拉图的“四德性说”认为，在国家里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所独具的品质和特长、都有自己善于做的事情。治理者善于谋划，他的德性是智慧；保卫者善于战斗，他的德性是勇敢；劳动者安分守己，他的德性是节制。当这三者都能够各司其职时，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国家的原则就是正义。因此，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便是四德性。（［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71:   “德性是同感情和实践相联系的，在感情和实践中过度和不及都是错误、适度则是成功并受人称赞的，成功和受人称赞是德性的特征。所以，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47页）]  [72:   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德性并不是责任，人们也没有责任去具有德性，但是德性却在发号施令，它的诫律中伴随着道德强制。康德把德性看作人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但他的德性论并不否认幸福为完满的道德生活所必须的，但他所看重的不是幸福，而是怎样才值得幸福，才配得上享受幸福。（［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田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而完满的善[footnoteRef:73]，需要两个条件的统一，即德性与幸福，“在康德看来，一个有德性的人，还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德性虽然是最高的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也不是完全的善。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footnoteRef:74]。德性作为完满的善中的至上的善，不会有任何在这个至上条件之上的任何条件，但它需要与幸福的联结才能“完备无缺”地构成一个“完满的善”。 [73:   针对“完满的善”这一概念，Andrews Reath认为，至善即“完满的善”，但这一概念在康德的著作中前后变化很大，在早期著作中主要是“神学（theological）至善”，强调德福统一的严格精确的比例关系，在后期著作中主要是“世俗（secular）至善”，仅仅强调德福的统一体，不一定是精确的比例关系的结合，相对而言，“世俗至善”是康德至善概念的主导或根本含义。（转引自：Andrews Reath, Two Conceptions of the Highest Good in Ka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88, 26(4):593-619.）]  [74: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田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6页。] 

对于德性与幸福的联结方式，在古希腊哲学中，真正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派别，即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其中，“伊壁鸠鲁学派认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导致幸福的准则，就是德行；斯多亚学派主张，意识到自己的德行，就是幸福”[footnoteRef:75]。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个学派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幸福导致了德行还是德行引出了幸福，但康德认为归根结底这两派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因其都把幸福和德行的关系理解为“分析性”[footnoteRef:76]的，把德行与幸福的关系当作一种相互包含并且可以分别推导出来的关系，都把德行与幸福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妄图挖空心思地想出同一性来，而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一种综合性，即按照因果律实在结合着的。康德指出，在现象上，德行和幸福是没有什么必然关联的，但是如果将现象和自在之物区分来，那么就自在之物而言，则可能会有德行和幸福在一个理知世界中达到相互协调统一的状态，因而这种结合必然是一种先天的，摆脱了感性束缚的自由意志便可以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所配享的幸福抱有希望[footnoteRef:77]。从而，纯粹实践理性就必然会要求德行与所能配享的幸福保持一致。 [75: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3页。]  [76:   这里的“分析性”，康德解释为“例如说那个这样寻求着自己幸福的人在他的这个行为中通过对其概念的单纯分解就会发现自己是有德的，或者一个如此遵循德行的人在一个这样行为的意识中就已经会根据行为本身（ipso facto）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了”。（［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77:   综上，德行与幸福的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先天综合的统一方式。“所谓先天综合的统一直接看来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调这种统一是先天的，即它既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又是道德律的要求并以道德律为规定根据，二是这种统一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具体来说是德行需要与相配的幸福而结合所体现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既是先天的，又使德行与幸福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而不至于如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那样把二者分析同一为一种至善。”（冯显德：《康德至善论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01页）从这种德行与幸福的先天综合的统一关系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德行与幸福新型的秩序关系。首先二者是因果关系，德性是因，与之相配的幸福是果，而不是互为因果，这种因与果又结合为一个完满的至善。在至善中，德性是主导的要素，而幸福则必然要依赖于德性，同时，这两者对至善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德性在至善中仍然保持着独立性，它可以规定范导幸福，而幸福则只作为德性的回报而存在，而且这种配享的幸福与德性保持着精确的比例关系，亦即德性是获取幸福的“尺度”。再次，这种秩序关系只可能在一个理智的道德世界中才可能存在或得到实现，严格来讲，在现象世界中这种秩序是不可能被经验到的。在这里，幸福本质上已经不是一种可经验的幸福，而是一种可希望得到的幸福，但它又不是上帝直接赐予的幸福，而是依照德性可以配享的幸福。]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了一个实践理性的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个自相矛盾体现在“至善”的实现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至善意味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有义务去促进的，那么将会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首先，德性会在我们力图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其次，德性不会必然地导致现实世界的幸福；再次，每个个体通过自身都不可能组成伦理共同体，因为伦理共同体中所包含的每个个体都必须是有德性的。因此实现至善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不借助经验之外的超验力量在现象界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经验世界促进至善看起来也就是毫无意义的[footnoteRef:78]。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康德的道德哲学。至此，康德为这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找到一个突破口，即诉诸上帝存有和灵魂不朽来解决。 [78:   转引自：Roe Fremstedal, The Mor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Immortality,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13, 41(1):50–78.] 

[bookmark: _Toc480036508]（二）“悬设”的内容——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
首先，针对灵魂不朽这一悬设，康德认为，德性作为至善的至上条件，意味着意志中的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即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行为动机永远只能是道德律（绝对命令），现实行动是“出于义务”的一种“自律”，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Achtung）[footnoteRef:79]，而不是“合乎义务”的一种“他律”，不是基于一种感性的道德狂热[footnoteRef:80]，康德明确地反对这种结果论。但是，对于动机论，康德指出：“意志与道德律的完全的适合就是神圣性，是任何在感官世界中的有理性的存在者在其存有的任何时刻都不能做到的某种完善性。然而由于它仍然是作为实践上的而被必然要求着的，所以它只是在一个朝着那种完全的适合而进向无限的进程中才能找到，而按照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是有必要假定这样一个实践的进步作为我们意志的实在客体的。”[footnoteRef:81]其实在康德看来，人都是双重存在者，同时兼有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的属性。作为感性存在者，他的行动的意志必然会受到爱好和感性欲求的刺激；而作为理性存在者，他的意志可以摆脱这种影响，并直接被道德法则所规定，也就是说，存在者根据自由意志“本来”是可以按照道德律来行事的，即道德自律，但是因为受感性欲望的诱惑，存在者的行为动机中往往掺杂进了一些情感，康德将其归结为“主观有效的准则”，与“对其他意志也有效的客观法则”区分开。前者是基于感性欲望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表现为以一个现实欲求的对象作为意志的动机和以个人幸福和自爱为目的。所以受这些主观的“准则”的影响，存在者不可能做到那种完善的道德自律，但又因为这种完善性是实践理性所必然要求着的，所以对这种完善性的追求应该是不能停歇的。诚然这种无限地追求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存在者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就需要一个灵魂不朽的悬设，来保证这个无限的进程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无限持续下去的生存和人格性[footnoteRef:82]中成为可能的。康德希望这个进步的进程不断地持续下去，不论存在者的生存能达到多么长久，甚至超出此生，也就意味着“永远不是在这里或在他此生任何可预见的将来某个时候，而只是（唯有上帝才能一目了然）他的延续的无限性，与上帝的意志完全相符”[footnoteRef:83]。对灵魂不朽的“悬设”是基于对至善中的“德性”取得完整性的需要，但至善的另一部分，即幸福如何与德性有成比例的必然联系，还需要对上帝实存的悬设。 [79:   关于Achtung一词，在国内，苗田力将其译为“尊重”，韩水法、邓晓芒、李秋零译为“敬重”，李明辉将其译为“敬畏”。在国外，帕通将其译为带有宗教色彩的“reverence”，罗斯、贝克、阿利森等将其译为具有普通性和包容性的“respect”。虽然说道德法则就是内在于人自身的纯粹实践理性，但与人的不纯粹相比，法则表现出了绝对的纯粹性，因此，我们在表述对法则的情感时采用“敬重”。]  [80:   “合乎义务”和“出于义务”的划分在于行为是否完全出于遵守道德律的动机。康德认为“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仅依赖该行为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欲的原则”（［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5页）如果感性冲动和偏好充当了行为的动机，成为了意志的规定根据，其行为可能符合道德律，但却不能确保它具有道德性，这种行为只能是合乎义务的。]  [8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8页。]  [82:   这里所提及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人性”（Natur）是属于此岸世界或现象界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由于人格本身的跨越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转引自：邓晓芒，《从Person和Persönlichkeit的关系看康德的目的公式》，《德国哲学》，2014年）]  [83: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0页。] 

针对上帝实存的悬设，康德首先明确了“幸福是现世中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一种状态，即在他的一生中一切都按照愿望和意志在发生，因而是基于自然与他的全部目的、同样也与他的意志的本质性的规定根据相一致之上的”[footnoteRef:84]。但是，由于道德律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自然来发布命令的法则，而理性的存在者又不是独立于自然的，所以在道德律中，理性存在者的德行和与之相对应的幸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社会上的好人经常得不到幸福，而坏人却常常逍遥法外。然而在对至善的讨论中，这种德行与幸福的成比例的关联是被假设为必然的，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分离于现象的自在之物这一层面，去力图实现至善的要求。因此，就需要“悬设”上帝的存在，把上帝作为自然的至上的原因（即一个拥有某种符合道德意向的原因性的至上的自然原因）。所以，“最高的派生的善（最好的世界）的可能性的悬设同时就是某个最高的本源的善的现实性的悬设，即上帝实存的悬设”[footnoteRef:85]。莱布尼茨也曾将现实世界作为“在可能存在的所有王朝之最完美者当中的最完美的国家”[footnoteRef:86]，是上帝选择了最好的世界，并“将他的慈善完全施予这个上帝国家”。康德也指出，在追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中的最后的目的时，必须要举出至善，即“这同一些理性存在者的德性，唯有它才包含着他们能够据以希望从一个智慧的创造者（即上帝）手中分得幸福的尺度”[footnoteRef:87]。这表明理性的存在者才能在上帝这一创造者手中，得到自己的德行与幸福的协调统一。 [84: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页。]  [85: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2页。]  [86:  ［德］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1版，第499页。]  [87: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8页。] 

又因为灵魂不朽的悬设所指出的，存在者在现世中是无法达到德性的完全实现的，要诉诸一个无限的进程，因而德福的一致也只能在无法预知的来世才有望实现，所以上帝存在在道德上的悬设，只是起到了在所有存在者的心中假设一个神明的存在的作用，这个神明只能使人“期待”在“来生”获享德福统一性的愉悦，而在现实中仍然要遵循一种动机论[footnoteRef:88]，不能奢望一种绝对的德福一致。康德自身并非提倡有神论，但是正如艾伦·伍德所说，除非我们从有神论出发，否则根本无法设想人类的处境，因此康德只能将上帝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公设，来缓解矛盾。 [88: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中指出，“动机（elater animi）被理解为存在者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而这存在者的理性并非由于他的天性就已经必然符合客观法则的，那么由此首先将推出：我们不能赋予上帝的意志以任何动机，但人的意志的动机（以及任何被创造的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的动机）却永远只能是道德律。”（［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8页）实践行为的好坏取决于动机，动机符合道德法则就应该做，而不是出于行为的后果是否符合义务。] 

[bookmark: _Toc480036509]（三）上帝在实践理性中的经验实在性
完满的善是以道德律为规定根据的意志的欲求对象，其中的两个要素唯有以先天综合的方式或途径而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只能是在作为一个“理智世界”的“道德世界”[footnoteRef:89]中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在康德看来是一种幸福与德性保持精确比例关系[footnoteRef:90]的统一，而道德律自身又没有任何的力量来实现这种比例性质的结合关系，所以，康德不得不寻求上帝的支持，把上帝设想为分配幸福的最高根据，也就表明，至善只有在理知的世界中，在一个全智、全能、全在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手下才有可能，所以对德福的统一性的实现，只能诉诸上帝的存有[footnoteRef:91]。 [89:   “道德世界”的观念在第一批判中提出：“我把符合一切道德法则的世界（如同它按照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自由所能够是的那样，亦即按照道德性的必然法则所应当是的那样）称为一个道德的世界……如今，在一个理智的世界里，也就是在一个道德世界里，在一个我们从其概念抽掉了一切道德性的障碍（偏好）的世界里，这样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也可以被设想为必然的，因为部分地为道德法则所推动、部分地为其所限制的自由就会是普遍的幸福的原因，因而有理性的存在者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本身就会是其自己的、同时也是别人的持久福祉的创造者”。（［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614-615页）]  [90:   当在幸福和德性之间获得了“精确的关系”时至善就存在，康德的这一陈述常常被理解为以下观点，德性总是以幸福为奖赏，恶行总是以不幸福为惩罚，于是上帝存在的预设就被理解为对于确保两种情况都发生是必要的。但是实际上在康德从至善的需要到上帝的存在的需要的推论中没有提及对于恶的神圣惩罚的需要，如我们所见，他的论证只是追求所有人的幸福，如道德直接要求的那样，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理由相信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可能的话。]  [91:  ［美］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338页。] 

因为上帝存在的悬设只是意味着在“道德世界”或者说是诉诸无法预计的“来生”，可以实现德福统一性，而在此生可及的现实世界中，理性存在者出于义务而按照道德律的动机行动，却并不是都能得到希望的幸福。康德界定了幸福的概念，“幸福的概念并不是这样一种概念，例如说人从他的本能中抽象出来、并从他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中拿来的概念；而只是对某种状态的理念，他想要使该状态在单纯经验性的条件下与这理念相符合，然而这是不可能的”[footnoteRef:92]。理性存在者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的，因而人本身对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是无能为力的，自然的很多不可抗因素影响着人们配享应得的幸福。自然界没有将人类特殊地对待，而是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无法免于自然的伤害，如瘟疫、水患、饥饿、冻伤以及很多自然灾害，自然在很多时候扮演着一个残暴的独裁者，无论这些存在者的现实行为是否是出于符合道德律的动机，也就是无论这些人的行为是好还是坏，都毫无差别地将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有些时候，甚至一些好人遭受的苦难会重于那些坏人，所以，现实中的存在者们难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理性难以接受这种好人没有好报的现实，内心难免会产生不愉快、不协调的情感，甚至不禁会怀疑自己的实践行为出于对道德律的遵守是否值得，也许为“个人”幸福而行事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出于义务要更加使人心情愉悦，长此以往也就没有人会自愿做好人了。 [92: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85页。] 

基于此种情况，上帝存在这个“悬设”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上帝在实践理性上起到了一种使人内心协调的作用。因为世界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好人应当继续行善，坏人必受惩罚，这时宗教出现“把我们的一切义务都认作上帝的诫命”，遵从了上帝的诫命，行善的人必得幸福，而保证这一点的正是上帝，在这一世行善如果没有得到幸福，那么上帝保证他下一世必将得到幸福，而这一世作恶的人在下一世就必将承受痛苦。就像莱布尼茨所言：“在这一完美政府（上帝国家）的治理下，最终将没有善行不得奖赏，没有恶行不受惩罚。”[footnoteRef:93]因此，通过将德福统一的向往寄予来生，使人们内心产生一种平衡感，能够坦然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德福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康德并非一个神学家，他对上帝的“悬设”只是一种“似乎”（as if）意义上的假设，用以协调人类的各项认识能力，并非等同于神学家对上帝存在的现实性的信仰。笔者认为，人类真正需要知道的应该是自己的行为在今生不可能是完全的德行，不可能是完全地遵循道德律，上述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只是在行为中向善或趋恶的程度大小的区分，因为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就已经论证了人的本性恶。 [93:  ［德］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1版，第499页。] 

康德将人的趋恶的自然倾向归结为三个层次：“第一，人心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一般的软弱无力，或者说人的本性的脆弱；第二，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为一谈的倾向（即使这可能是以善的意图并在善的准则之下发生的），即不纯正；第三，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即人的本性或者人心的恶劣。”[footnoteRef:9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行动上最好的人，都会有趋恶的倾向。康德认为趋恶的倾向在一种意义上是一种本原的罪，是生而具有的，因为它不能被根除（除非最高的准则是善的准则）；另一种意义上是派生的罪，即行为违反道德法则，“人意识到了道德法则，但又把偶尔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footnoteRef:95]。即使第二种罪可以在多方面加以避免，但是第一种罪却依然存在。所以每个理性存在者在此生的有限时间内都不可能达到完满的德性，所谓的好人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评价，不可能人生的每分每秒的行为动机都是符合道德律的，所以上帝一方面要使人认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要重建一种向善的禀赋。 [94: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4页。]  [95: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7页。] 

“这种重建，仅仅是建立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纯粹性。”[footnoteRef:96]也就是说，要建立对“至善”的追求，虽然把这种纯粹性纳入到自身准则的人还并不由此而具有圣洁性（因为在自己的准则和自己的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但是毕竟已经踏上了这条无限地接近圣洁性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又与实践理性中对至善的追求是一致的，因此这种重建向善的禀赋也是上帝作用的体现。对向善禀赋的追求也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因此也只能寄予来生实现的可能。所以，上帝在经验世界的作用，就是给予人类知识，告诉人们在今生的种种不公正，种种好人没有好报的原因，并且给人类描绘出来生的美好憧憬，并且引导人们走向道德自律。这种在心中“悬设”上帝存在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应当被视为一种人类内心协调的工具，这个假设只是被人类拿来用以化解不能被解释的困境。 [96: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35页。] 

上帝在理性存在者的内心中给予了一种协调。现世的苦难使一些经常做出于道德律的好事的人的理性难以接受，但是上帝为这些无法置身经验之外来统观理性存在者全体的经验中的人类上了一堂课，为他们解释了现世不公的原因，并为他们指明了一条通往来生幸福的康庄大道。通过上帝的心灵疏导，理性存在者们才从内心的死胡同走出来，拥抱美好的人生，重拾内心的和谐，相信德福具有统一性。
上帝存在的这种悬设，虽然没有赋予上帝一个经验世界中对应的实体，但是上帝却实实在在的对经验世界发挥着必不可少的指导作用，不仅给予了“至善”所需的德福统一性的可能性设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公设，调解了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内心的协调统一，不再纠结于现实中的德福不一致。所以上帝在实践理性中虽然没有对应于经验实在性的现实性意义上的含义，但是却能够对应于其效用上的内涵，即对经验中的对象有实实在在的普遍的作用和效果。
[bookmark: _Toc480036510]三、反思判断力中的上帝理念
[bookmark: _Toc480036511]（一）反思判断力——过渡的桥梁
众多周知，《判断力批判》的产生是为了调和《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对立[footnoteRef:97]，从而找到两者之间过渡的桥梁。康德将判断力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footnoteRef:98]也就是说，规定性判断力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能力，而反思判断力是由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能力。其实，康德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判断力就是运用知性的普遍范畴去综合特殊的经验材料来形成知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判断力也是根据普遍的道德法则来决定我应当做什么。前两大批判中的判断力都是一种规定性的判断力，而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提出的便是不同于规定性判断力的反思性判断力，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服从知性概念的那种‘规定的’判断力所获得的只是自然界的必然的知识，然而事实上，自然现象并不是都可以被必然性知识囊括无遗的，总是有大量偶然的事物是我们用已知的任何必然规律和概念都无法把握的。但我们又不能不把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偶然现象也看作像是有规律的，是应当在无限多样性中体现出某种统一原则的”[footnoteRef:99]。 [97:   “对立”指前两大批判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在认识和道德之间，在自然和自由之间，挖下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认识不能跨出现象，直接认识物自体，而实践的局限在于，不能把实践行为用科学的、用现象的东西来衡量，它只是停留在物自体的领域内，虽然实践也对现象起作用，但是它的原则本身是物自体的原则。审美作为《判断力批判》的核心部分，具有把前两大批判连接在一起的功能，通过审美人们可以把科学能力和道德素质联系起来，人们把认识能力运用到审美上，而这个目标是指向道德的，在审美中人们会意识到自己对道德的接受性，从而逐渐形成了向道德靠拢的一种趋势。（邓晓芒，《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书店，2008年版）]  [98: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14页。]  [99: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2页。] 

因此，反思判断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解决自然界中不能被普遍规律包含的那些偶然性，并赋予它们一种统一性的规律。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从对象上反观主体，“似乎”有一个上帝的知性将一切偶然的经验全都统一起来然后提供给我们。康德指出，“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的知性，那么他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统一体就会体现出他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只能根据与人类实践产品（如艺术品）的类比，把自然物看作‘似乎’是由一个非人的‘直观知性’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因而把自然物看作是‘合目的性’的”[footnoteRef:100]。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有一个非人的直观知性，也无法知道一个具体的目的，所以自然界的多样性的统一只是“似乎”而已，真正的统一只能在主体的内心，即各种认识能力的一种协调一致的活动，对知性、想象力、理性之间的一种协调的能力。想象力和知性的协调统一是审美判断力，知性和理性的协调统一是目的论判断力，二者是反思判断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审美反思判断同审美及情感机能相联，目的论的反思判断同认识及逻辑机能相联。目的论判断和审美判断是相互交融的，一方面审美判断力是构成目的论判断力的前提和真正的本质根据[footnoteRef:101]，另一方面，目的论判断充当了审美判断的基础和条件[footnoteRef:102]。 [100: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2-23页。]  [101:  “目的论判断力只不过是由艺术品中所包含的自然合目的性形式的原理通过类比而向自然的客观质料上的推广运用。”（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81页）]  [102:  “一旦凭借有机物向我们提供出来的自然目的而对自然界所做的目的论判断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自然的一个巨大的目的系统的理念，则就连自然界的美、即自然界与我们对它的现象进行领会和评判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的协调一致，也能够以这种方式被看作自然界在其整体中、在人是其中一员的这个系统中的客观合目的性了”。（［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30-231页）] 

[bookmark: _Toc480036512]（二）自然的最高根据——上帝
在康德以前，牛顿用机械论的自然观将上帝赶出了自然界，牛顿以来的机械物理学的共识就是：自然界没有目的性，一切都被还原为机械运动、机械关系[footnoteRef:103]。在前批判时期，康德坚信按照机械因果性原则可以用物质再造一个宇宙，但是他又承认另有一个无法认识的领域，即有机生命。1755年，他写道：“难道人们敢说，在微小的植物或昆虫身上也能找出它们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吗？……难道人们在这里不是由于不知道对象的真正内在性质，并由于对象的复杂多样性，所以一开始就碰了壁吗？”[footnoteRef:104]但机械论虽然能够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看作单纯的机械运用，但是机械论在很多方面是无法解释自然、解释有机物的产生的。所以康德回过头来检讨牛顿以来的机械论的缺陷，并提出了目的论判断力即自然目的论的思想，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是不同于传统目的论思想的[footnoteRef:105]。 [103:   就“机械论”来讲，笛卡尔率先提出了机械论，用来反对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目的论”，一方面，笛卡尔将人的知觉活动（包括感觉与激情）机械论地解释为一串从物体到心灵的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另一方面，笛卡尔也将人的意愿活动机械论地解释为一串正好相反的从心灵到物体的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但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能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所接受，他为自己的机械论披上了一层经院哲学的外衣，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概念，指出他的机械论的因果解释只适用于“动力因”，虽然笛卡尔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广无目的的机械论，但是他并不觉得这种解释是完全的、唯一的，在解释人的活动时他引入了上帝或者“自然制定”作为一个原因。（转引自：施璇，《笛卡尔的机械论解释与目的论解释》，世界哲学，2014（6））牛顿在其《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包括其机械论在内的科学纲领：“希望……从力学原理中导出其余自然现象。”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质点在时空中的机械运动，一切物质系统都可以归结为用各种力粘合在一起的质点组。但是其实牛顿在之后也意识到有些宇宙中的现象是无法用机械论完全解释的，所以他也提出了“太阳、行星和彗星的这个极其精致的结构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通过一个理智的和有权能的存在（ens）的设计和主宰”，而这个存在者就是上帝（作为一个推动者）。（［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第1版）]  [104:  ［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全增嘏译，王福山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页。]  [105:   传统目的论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并且确实是因一个目的而被创造的。为康德所熟知的一个传统目的论的例子就是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对自然事物的意图的理性思考》（Rational Thoughts on the Intentions of Natural Things），其主要观点：其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其二，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为我们的使用和幸福的目的被创造的。] 

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力是目的论判断力的前提。在审美判断力中，审美也具有合目的性，“人们愿意假定美的东西的产生在其产生原因中有它的一个理念、即一个有利于我们想象力的目的作基础，这种观点是很受有机自然界领域中那些美的形态的支持的”[footnoteRef:106]。美在自然界和艺术品身上具有两面性，“一个有目的的东西要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目的的，而一个没有目的的自然的东西又要好像是有目的的艺术品……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观念：艺术品本身必须好像是自然物，自然物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品。而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艺术品，看作是一个有目的的产物，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念：自然界的目的论观念”[footnoteRef:10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然目的知识是我们在自然身上“反思”到的，并不表示自然物的客观属性。 [106: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194页。]  [107:   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27-128页。] 

康德首先明确了作为自然目的之物的就是有机物，总结起来自然目的之物需要是“一个应当作为自然产品、但同时又只是作为自然目的才可能被认识的物，必须自己与自己出于交互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中”[footnoteRef:108]。有机体在自然界中是机械论把握不了的，无法把一个活物的身体的每一部分看作是机械上的传动装置，所以有机体必须要用目的论的观点来把握，它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为整体的目的而存在的，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每一部分都以整体为目的。相对应的，有机体的整体也是为了部分而服务的，有机体不同于艺术品，就在于有机体有自我修复能力，而艺术品要依靠外界的帮助。有机体的哪一部分有损伤，整体就会想方设法地帮它修复，从而达到有机体的灵活运转。可以看出，有机体的整体和部分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是一个自组织（sich selbst organisieren）系统。自组织的观点就体现了目的论概念中的内在目的论，即自己以自己为目的。 [108: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21页。]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生物学和医学并不被看作是严格的科学，因其不能用机械论的观点加以解释，而只能用反思判断力来看待。“对于有机体这样一个对象，你可以从知性的角度把它的各方面的机械因果关系把握住，但有机体的机械关系太复杂了，它对有机体来说是一个无限的任务。知性不足以把握无限，所以必须调动理性的能力去加以把握，提出一个理性的概念，提出一个理念。”[footnoteRef:109]康德指出，目的论判断力就是知性和理性两种认识能力的协调，知性把握具体事物的规律（即片段），理性把握无限的整体，片段和整体联系起来，才能把握自然目的。“知性借助于规定的判断力尽可能把自然界一切经验现象纳入到自然规律之下来把握，但在这些规律之外，还有我们由于自身局限性而尚未把握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现象。”[footnoteRef:110]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知性在自然的普遍规律方面借助于理性理念的调节性作用完成了最高的统一，这一统一是规定性判断力意义上的，它必须无视诸多样性之间的差别，只注意对象的共同特征，以便把它们归摄在同一概念之下，所以，在第一批判中的知性是只能认识事物共有的单一的本质，无法解释多样统一的有机体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自然的特殊的、偶然的规律方面，如果想要对自然做统一性的考察，只能通过反思判断力才能做到。所以保罗·盖耶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在科学知识中寻求系统性的能力由理性归到了反思性的判断力[footnoteRef:111]，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收回了第一批判的观点，而应该是一种新的补充。其实在反思判断力中所涉及的知性是不同于规定性判断力中的“第一知性”（用以区分反思判断力的“第二知性”）[footnoteRef:112]的，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理性对知性的统一都起到了调节性的作用，但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知性”的系统的统一性是普遍规律方面的，而“第二知性”的统一性是普遍规律之外的自然的多样性方面的。 [109:   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32页。]  [110: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7页。]  [111:   转引自：Paul Guyer, Reason and Reflective Judgement: Kan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ystematicity, Nous, 1990, 24(1):17.]  [112:   此处所涉及的“第一知性”与“第二知性”的区分观点来自于周民锋《康德认识论的两重结构》（德国哲学论文集第十辑），他主张：“康德实际上认为世界可以分为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两个部分，它们分别遵循着机械因果律（第一知性遵循）和目的因果律（第二知性遵循）而发生着关系。从主观的认识机能方面讲，规定判断力适用于前者，反思判断力适用于后者。由于判断力即知性的运用，适应着两种判断力的就有两种知性。第一知性又叫推论的知性或模仿的理智（intellectus ectypus），第二知性又叫直观的知性或原型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这样一来，康德有了两套在诸方面都能对应起来的认识结构。在每个结构中都有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即知性、因果律、判断力。这是三项最基本、最简约的要素，是负载其认识结构的三驾车。知性为认识提供范畴、概念，或假定合目的性原理；判断力是知性的运用，是知性职能的体现，它规定或反思经验对象以产生知识；因果律则是判断力工作时的依据，是认识的目标之所在，也是两套结构分野的标准。”该文作者对两种知性做了系统的归纳，认为第一知性属于规定性判断力，它的对象是无机自然物（个别、部分），通过知性范畴、概念（先天立法）来归摄杂多（弃异取同），是一种构成性的机械的方式，遵循机械因果性（单向联系）；第二知性属于反思判断力，它的对象是自然目的物（有机整体），通过合目的性原理（假定）来统一杂多（保留多样性的差异），采取调节性的技术或艺术方式，遵循目的因果性（双向互为因果）。“康德本人虽没有做出如此清晰的概括，但作者认为将《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作比较研究之后，势必会得出以上结论。三项因素的稳态结构以及它们在两重认识结构中重复体现出来的相同职能，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严整的和谐与逻辑的美，它们应该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有机的认识论系统。康德说过，面对有机整体的认识往往可以伴随有美感。”] 

在康德看来，目的论不研究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都有必然性，目的论只着眼于自然界的那些偶然部分，因为自然界的经验现象有无限的多样性，不能完全纳入知性的必然规律当中，那么客观目的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来运用的。康德在此举出了鸟的身体结构的例子，它的每一部分设计都如此精巧，都为了自身的飞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这种结构是用机械论眼光所不能解释的，所以康德主张：“作为单纯的机械作用来看的自然，本来是能够以上千倍的另外的方式来构造自己，而不会恰好碰上按照这样一条原则的这个统一体，所以我们只有在自然概念之外、而不是在它之中，才有希望在这方面找到最起码的先天根据。”[footnoteRef:113]也就是说，机械论、机械制造的原理，是根本无法解释有机体的身体构造的，只能在自然概念之外，赋予它一个目的，我们才有希望解释它们。因此，康德指出了鸟是由上帝造的，上帝有意造成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莱布尼茨也在《单子论》中提及，“创造物之完美性来自于上帝的影响”，“事物的终极理由必然蕴含在一个必然实体中，即上帝”[footnoteRef:114]。康德把上帝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物存在的一个先天根据，在经验之外就已经先天地设计了有机物的结构，是作为一个非人的直观知性有目的地进行构造的。在机械论不能解决的领域，只能依靠自然目的论，将上帝视为世界的先天根据。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神学大全》中便明确提及：“创造物的产生必然根源于上帝。”[footnoteRef:115]因为人类找不到任何创造物可以成为自身存在的原因，创造物存在的原因，必然在创造物自身的存在之前而存在，只有上帝是其自身必然存在的原因。每一种其他存在都是通过分享上帝的存在而获得自身的存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帝保持了每一种创造物在任何时间的存在[footnoteRef:116]。阿奎那也在《神学大全》第一集的第一卷中针对上帝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五种证明[footnoteRef:117]，这五大证明共同验证了上帝的存在，以奠定了其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根据这一点，康德只是假设“似乎”上帝的存在是一种反思判断力意义上的，主观地在内心设定上帝的存在，以弥补机械论的漏洞，不同于阿奎那的思想。自然的多样性也只是“似乎”在内心实现了统一，类比于在认识论中上帝理念为知性（第一知性）提供系统的统一性，上帝也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为人类可以认识有机体、认识自然中的偶然的不能用普遍规律解释的多样性而提供了对知性（第二知性）的多样化的统一性，从而达成知性和理性的协调。 [113: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08页。]  [114:  ［德］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1版，第489页。]  [115:  ［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论上帝，第7卷论上帝的管理），段德智、徐弢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1版，第31页。]  [116:  ［美］约翰·英格利斯：《阿奎那》，刘中民译，中华书局，2002年7月第1版，第114页。]  [117:   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第一种是从运动（motus）出发的证明，上帝是第一推动者（primum movens）；第二种是从动力因（causae efficientis）的本性出发的证明，上帝是第一动力因（causam efficientem primam）；第三种是从可能性（possibili）和必然性（necessario）出发予以证明的，所有人都把那种其存在在其自身有它自己必然性的事物称为上帝；第四种是从事物中发现的等级（gradibus）出发予以论证的，上帝是所有事物的存在、善和所有其他完满性的原因；第五种是从上帝对事物的管理（gubernatione）出发予以证明的，上帝是一个理智的存在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所有自然的事物才得以安排达到它们的目的。（［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论上帝，第1卷论上帝的本质），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1版，第33-38页）] 

[bookmark: _Toc480036513]（三）道德的推动者——上帝
康德从有机体继续推论，以寻找有机体何以可能的条件，得出需要很多方面的准备才能构成有机体，也就是说整个宇宙都是为了有机体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于是有机体和它的外部环境也产生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此处就由内在目的论转换为外在目的论了，这种自然目的论的观念就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可是自然界其实并非有意识地为有机体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些环境也是偶然存在的，无法想到在自然界会有一个意识提前已经部署好了自然环境的各个部分。康德继续寻找自然的最后目的，因为有机体中的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是比其他动物要高级的存在，所以康德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人类不仅是像一切有机物那样作为自然目的，而且在这个地球上也作为一切其他自然物都与之相关地构成一个目的系统的那个自然最后目的”[footnoteRef:118]。 [118: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85页。] 

但是，究其具体是人的哪一部分体现了最终目的，康德从人的特征中，界定出两点：一即是“幸福”，但是幸福由于其自身性质的多变和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人的无限欲望难以在现象界完全的实现，其次，自然并非对人完全的眷顾，人类的生活中不断伴随着自然灾难的侵扰，再次，人与人之间更是互相倾轧，所以幸福很难走向自然的最终目的；二即是文化，康德本以为文化可以为人建立目的性的生存状态，但其实随着劳动技能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也更加欲求不满，道德滑坡，所以文化也不能成为导向自然最终目的的手段。综上，康德得出人类还不是自然的终极目的。继而转向道德目的论，即把人的道德看作自然的最后目的。
文化的发展虽然会导致人类道德滑坡的现象，但是文化也在另外一方面指向了人的道德。文化中的法制是现实中人类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外在规律，通过法制这种外在规律来唤起人对于内在道德律的遵守。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律的基础之上，是道德律的一种外在体现，它警示人们要做一个守法的人。法律的存在，使人类逐渐趋向于道德。在康德看来，法律的作用仅仅是启发人的道德意识。受到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影响，康德也指出，虽然人类为了偷懒而去发展了科学，但是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思想更精密，使人的理性能力得到提高，同时还有了反思自己的能力；虽然人类为了虚荣而去发展了艺术，但是也使人类具有了更加细腻地体会他人、体会自己的情感的能力。实际上，文化中的法制、艺术和科学的最终目标都是指向了人的道德心和道德意识，因此康德将自然的终极目的追溯到人的道德心。但是基于人本身的动物性，道德心在人类的此生是难以达到的，所以康德认为人类的道德心要通向宗教，通向道德神学。在道德的目的国中需要一个立法者，在这个立法者的统治之下才有可能达到至善，也就是有完全出于道德律动机的理性存在者的实存。康德主张这个立法者应是一个原始存在者，并且为这个原始存在者设想了应该具有的性质，“我们把这个原始存在者设想为全知的：以便甚至意向中最内在的东西对他都不会隐藏；设想为全能的：以便有可能使整个自然都与这个最高目的相适合；设想为全善的同时又是公正的：因为这两种属性构成一个至上的世界原因作为在道德律下的至善的因果性之条件；同样，还有其他一切先验的、在与这样一种终极目的的关系中被预设的属性，如永恒性、全在性等等，我们必须为这个原始存在者想到”[footnoteRef:119]。因此，只有在由上帝作为立法者的道德目的王国[footnoteRef:120]中人的道德心才能达成，才能弥补自然目的论的缺陷。至此，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在目的论中对上帝的证明不是理论上的，而应是诉诸情感的。 [119: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301页。]  [120:   “目的王国”（realm of ends）指一种道德上的理想状态，其中每一个人都被作为其自身的目的而被对待，其中每一个合法的个别的目的也都是所有人的目的。] 

人类在其发展历史中，不是一开始就能注意到自己的道德，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需要通过判断力来进行沟通，通过科学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审美能力得到提高，因此从人类的审美能力就可以“猜”到人的道德，所以美是道德的象征[footnoteRef:121]，但美不是道德，它只是暗示道德，也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是会留下痕迹的，会有它的象征，所以人类文明化以后，进入文明世界发展科学、艺术，发展审美，就会慢慢觉察到自己的道德本体。从审美中可以锤炼出一种敏感性，对现实中的好人好事的一种敏感，因为人的感觉更细腻了，自我反省更加敏锐了，慢慢地就来猜测自己、体会自己，逐渐开启了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些自觉。这种自觉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来自于反思判断力。如果没有这种道德的敏感性，人类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对生活中的实践行为没有感觉，没有评判。道德的敏感性可以通过美的训练得到，因为美可以觉察出世界中的微小的变化，从而引起我们内心的愉快或者不愉快，这也是反思判断力的作用。 [121:   象征的表象方式是直觉表象方式的一种。直觉的表现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图型式和象征式，图型物是对概念的直接演示，象征物是对概念的间接演示。“象征物是借助于某种（我们把经验性的直观也应用于其上的）类比，在这种类比中判断力完成了双重任务，一是把概念应用到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上，二是接着就把对那个直观的反思的单纯规则应用到一个完全另外的对象上，前一个对象只是这个对象的象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199页）针对美是道德的象征，奥特弗里德·赫费给出了四个层次的类比：其一，两者都直接地令人喜欢，美却仅仅在反思性的直观中令人喜欢，相反，德性是在概念中令人喜欢；其二，两者都是没有任何利害地令人喜欢，前者即是美，完全没有任何利害，后者即是德性——善，没有先行于判断的利害；其三，自由在双方那里都居支配地位，前者是在想象力中，后者是在意志中，这在前者那里意味着再自律，只有在后者那里才意味着自律；其四，在双方那里评判原则都被设想为普遍有效的，但在前者那里只是主观的，相反，在后者那里是客观的。通过这四层对比，就使人明白了为什么把一些美的对象配上看起来是道德的属性了。（转引自：奥特弗里德·赫费，《判断力与德性——对第三批判的一个道德追溯》，黄子明译，《德国哲学》（2010年卷），第121-136页）] 

上帝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的作用体现为一种情感。上帝为人类提供了美好的生存环境，导致人内心的协调，从而引发了人们愉快的情感和对自然的感动和惊异，激发人们去发展各种能力。科学、艺术都是在上帝的恩惠下创造出来的，最终发展为是为了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心。
其一，在科学方面，自然界的有机物的精密结构不是机械论可以解释的，所以康德将上帝描绘为自然的设计者，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够设计出如此美好的自然界，当然上帝并非真实存在，只是人类的一种反思。但外界美好且神秘的自然，一方面给予了人类内心的协调，另一方面也使人类产生好奇，产生了要探求神秘自然的兴趣。这种兴趣就是自然科学家探索世界的一种动力，从而才使自然科学得以产生，这个动力就是来自于反思判断力。其实人类在认识的过程中，是带有一种认识之下潜藏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我们就不会有想要认识的冲动。所以说，上帝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赋予了人类一种对自然的好奇，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的发展促进人类的理性能力的提高，不仅包括科学理性，更包括实践理性，还有反思自身的能力。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开始可以在自己的实践行为中反思自己的道德性，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以及身边他人的行为产生一种反思性的评判，从而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心。
其二，在艺术方面，上帝创造了自然界，那么人类可能会想到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也像上帝一样，在很小的程度上做一点创造性的事情，因此，艺术产生了。艺术的产生也是由于上帝为我们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自然，而引发了人类内心的愉悦，想要效仿上帝，也做一些创造性的事，为世界带来一些不同，所以艺术品产生了，它承担了艺术创造性的体现。艺术在社交中能够传达人与人的情感，能够现实地把艺术家的情感传达给有鉴赏能力的观赏者，达到一种情感的沟通，所以说艺术强调一种共通感，使人可以更加细腻地体会他人，也体会自己，从而产生一种敏感性。因为美是道德的象征，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使理性存在者产生普遍的愉悦感，便是符合道德律的，为了个体性的愉悦不可谓是服从道德的。理性存在者的敏感性是在审美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从而运用到道德领域，人类的道德心便慢慢浮现出来。
反思判断力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而上帝在其中就是一种推动力，引导着、推动着认识的发展，从而逐渐认识到人类的道德心。
[bookmark: _Toc480036514]（四）上帝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的经验实在性
综上，上帝的经验的实在性是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体现的。反思判断力区别于规定性判断力，它表示的是先有特殊的具体的对象，然后从具体的对象出发为它寻找普遍的原则。在审美判断中，美不是客观的，但却具有客观性，人们通常习惯于将美看作是对象身上的一种客观性质，就像大家公认一朵花是红的一样，大家也公认一朵花是美的，红色是花的一种客观性质，但是美在人们漫长的审美过程中也被看作是一种和红色一样的属于花的客观性质。因为大家在审美的过程中都在内心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共同的审美原则。我们是从一个审美对象身上完整地关照这个对象，而不是从这个对象本身取出某种东西进行规定性的判断，我们完整地把所有的感性性质尽收眼底，全身心地向它敞开，沉浸于其中，力图感受到某种主观中的普遍性的、人性化的东西。
类比上帝，上帝本身是不具有经验实在性的，但是理性存在者在知性、理性的认识活动中，没有上帝就无法全面完善地解释各种现象。为了达到知性和理性的协调，理性存在者不得不诉诸一个“似乎”存在的上帝来解释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为自然的多样性提供一种统一性。这个上帝作为世界万物的创造者（urheber），通过理智直观先天地认识一切，本源存在者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一切存在之物都依赖于它、来源于它[footnoteRef:122]。在道德方面，上帝经由科学、艺术等文化的反思，推动着人类通过认识活动来发现和寻回自己的道德心（自然的终极目的），在此上帝的作用体现为引发了人类内心的某种情感，在情感的带动下逐渐发现人类的道德心。 [122:  转引自：王建军，《“两种眼光”下的康德的自在之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40（4）：422-427。] 

反思判断力中的上帝是一种“似乎”（as if）意义上的，它在人的内心中真实地发挥着作用，人类在寻找自然的终极目的过程中都在内心不约而同地设想了上帝的存在，才使内心真正达到协调统一的状态。通过这种反思判断力，我们得到的是一种美感而非知识，是人类的一种主观的感受，但这种主观的感受是一种普遍性的感受。通过上帝的帮助，人类普遍地在内心中感受到了愉悦，因为人的直观能力、想象力、知性能力、理性能力相互之间可以达到自由的协调。反思判断力作为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通过审美将认识与道德相连，上帝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上帝在潜移默化中引发的情感才使人类逐渐从科学认识走向道德。因此上帝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也具有效用上的经验实在性，对人类的经验活动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普遍的作用。
[bookmark: _Toc480036515]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康德的上帝理念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具有经验实在性，此问题在康德的著作中也是具有争议性的，且因其难于解释，往往被学界忽视。但笔者认为对上帝理念的存在性问题的研究可谓是贯穿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始终，研究此问题的重要价值在于，可以纵观康德三大批判思想的起伏变化并进行整体地把握。针对此问题，虽说在思辨理性的表面上康德没有赋予上帝理念以经验实在性，但是在一些附录和之后的研究中却并未给出定论，仍为经验实在性留有余地。一些学者（例如亨利·阿利森）就指出了康德在这一点上的矛盾性。笔者对彼得·巴恩在《康德论上帝》一书中断言康德哲学中的上帝只具有先验观念性，不具有经验实在性提出异议，从而引出上帝这一理念因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得出其在效用的意义上具有经验实在性。
笔者从对应于三大批判的认识论、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上帝对经验对象和经验世界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部分论证了上帝在思辨理性中不具有存在的条件，但是在其附录中却转变方向，指出了理性理念在认识中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在于其对知性的调节性作用，为知识提供系统的统一性，以扩展经验知识的范围，上帝作为三大理念中的最高理念，在灵魂和世界之上“似乎”是构成了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为包括灵魂所涉及的心理学、世界所涉及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内的一切自然科学提供先天根据；在实践理性中，为了实现无条件的总体的“至善”，上帝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合目的性的悬设，将“至善”所需的两大条件即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使德福的统一成为有可能的设想，虽然这种可能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是上帝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人类理性一个答复，使人类在理性上难以接受的现实中的德福不一致的情况逐渐可以理解，从而实现内心的协调；在反思判断力中，上帝“似乎”作为一个目的论中的世界的最高根据，弥补了机械论对自然界的有机体的无法解释的缺陷，给予了自然界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为“第二知性”在反思判断力意义上提供了系统的统一性，并且为认识与道德的联结提供了一个推动力，上帝的作用体现在经由科学和艺术引发了人类内心的情感，通过这种情感推动着人类的认识活动，在审美的帮助下，回归到人类的道德心，在反思判断力这一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联结的桥梁中，上帝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帝虽然属于一种不可知的理性概念，但是上帝这一理念却在康德哲学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重要的作用，在用经验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领域，只能诉诸上帝，才能得到存在者的理性可以接受的答复，所以上帝作为一个康德哲学中的重要理念，其效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或缺的。不管是对人的内心的协调，还是对知性和理性认识能力的协调，上帝都扮演着一个调解者。笔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也为经验的统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像时空和范畴那样，是人人都承认的具有经验实在性，但是笔者仍然认为上帝基于对经验认识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普遍的效用是可以具有经验实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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